
 

风险认知偏差与风险语境中的媒体

张 涛 甫         姜     华

摘    要    风险认知既取决于物理性一面，也取决于精神性的一面，后者往往作用力更大。风险认知能否客

观、真实，受制于认知主体所具备的认知条件和认知能力。在信息“过载”和风险情境下，人的信息感知机

理愈加复杂，不确定性加大，风险的认知难度也更大，容易产生认知偏差。复杂性是现代性的伴生物。在几

何级扩张的复杂性面前，人类的智性和理性捉襟见肘。作为社会系统的传播、沟通、整合机制，媒体是人类

社会风险控制和复杂性管控的有效架构，以其专业化努力给复杂世界带来明确的描述和确定性。但是，在网

络社会和风险语境中，媒体系统面临双重“复杂性”，难以胜任风险认知和复杂性管理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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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是人类历史的伴生物，人类正是在与风险的斗争中蜿蜒前行的，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呈现出新

的特征，甚至出现普遍化和本体性的取向。①人类对风险的认知和控制也随着社会复杂性和技术复杂性的

激增而增强，但同时风险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大。风险不是均衡分布在人类生活的时空中的，存在偶然性

和随机性，很多情况下，对风险的认知超越了人类智力和理性的极限。风险的失控也已成为无法回避的现

实。风险就像高悬于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有落下的可能性。即是说，风险的不确定性成了

当下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大确定性。

信息“过载”与认知“吝啬鬼”

风险是主观和客观互动的产物，是认知主体对于风险客体感知的结果。“风险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

种物理性的、更为实际有形的、可被量化的部分以及一种精神性的、被建构的部分。”②风险认知既取决

于风险的物理性一面，也取决于其精神性的一面，有时后者的作用力更大。风险认知能否客观、真实，受

制于认知主体所具备的认知条件和认知能力。在认知条件上，直接感知还是间接感知，所获风险对象信息

的质与量，所处语境的状态等，均会影响认知主体对风险对象的感知和评估；在认知能力上，认知主体对

于同样风险对象的认知能力往往存在差异，特别是在信息匮乏或信息过载的条件下，不同风险认知主体对

于风险的感知和判断也会不一样。不同的认知主体会因人而异建构出自己的风险图景，尤其在无法整体占

 

①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张文杰、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年第 3−48 页。

②Isabelle  Stevens.  The  Government  as  Risk  Communicator:  Good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in  the  Context  of  Terroris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http://www.allacademic.com/meta/p232338_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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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风险对象信息的情况下，认知主体就会按照自己的认知路径建构风险场景。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人们在信息接受过程中，存在使用直觉而不是系统分析的接受捷径。在日常

生活中，每天有太多这样或那样的信息，太多的信息需要去仔细思考。对此，心理学的解决方案是直觉判

断。在接受阶段，直觉的使用往往补充甚至取代系统加工。在什么情况下直觉路径会起主导作用呢?取决于

动机和能力。如果主题远离个人兴趣，我们就没有动机去进行系统分析，如果信息难以获得，信息太复杂

以至于很难自信地对其做出判断，或者当我们缺乏系统分析的技能或训练时，就涉及能力的问题了。在这

些情况下，即使我们有动机去进一步研究它，也可能被迫采用能引起直觉的外周线索来决定我们是否接受

这个信息。①李普曼认为，面对超出人类日常接受和理解能力的信息，人们是无法作出理性、周全的判断

的：“需要公开的所有信息对于公众的接受度而言，实在是太多了。生命太过短暂，无法追求无所不知，

想要数清所有树上的所有叶子，那是不可能的。”②

信息和传播技术革命已经改变了我们接近信息的方式乃至更多。信息和传播技术界定了我们怎样接近

他人、接近服务和技术本身。③媒介作为人们感知环境的耳目，延伸了人们的认知半径，拓展了人们观察

环境的边界，但与由具身性直接经验构建的世界不同的是，人们借助媒介之眼看见的世界是一个“中介

化”的世界，是由媒介经验建构起来的“第二现实”。因有媒介的介入，信息经过媒介的选择和过滤，不

再是透明、价值零度的信息，而带有传播的偏向。在互联网语境下，媒介技术以及由其建构的社会复杂性

激增，因特网上信息过多过滥，信息过载（information overload）；并且信息的质量无法检验，也无法控

制，经常是值得怀疑的。④这种状况的出现，与信息的特质发生了变化有一定的关系。依据拉什（Scott
Lash）的看法，粗略划分，信息大概有两种形态：其一为基于“普遍知识”而形成的信息，“是出于理

性、智识的问题意识而被撰写出来的，是出于知识……的问题意识而被撰写出来的”，这是一种具有系统

性和普适性的论说性知识；其二是“个殊性信息”，“是由论说性知识所生产出来的”“与普遍性缺乏关

联”“借由一连串的个殊事务、个殊事务的一幅拼贴来运作”，它是“朝生暮死的东西”。⑤这种变化随

着媒介技术的更新与媒介形式的丰富而不断强化，特别是“个殊化的信息”日益泛滥，很多情况下，它带

有明显的个性化色彩，缺乏公共性价值；尤其令人困惑的是，它永不停歇、无限增殖的本性，使它淹没了

论说性的信息，但同时，它在网络社会中的“永恒在场”，又是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式的转瞬即逝。

对于无数的“解放”了的信息“生产者”（借用、挪用，甚至抄袭、歪曲）而言，他们力求“通过排他而

构造自身”⑥制作出更多个殊化的信息，但是这类信息的存在和大量增殖，无疑导致了信息过载，也使得

论说性的有价值的信息被稀释，既增加了人们接收信息的风险，劣质、歪曲、无效信息的扩充也进一步加

剧了信息风险的可能性。我们不可能拥有观察世界的“上帝之眼”−可以全知而且无偏地去进行观察。

根据苏珊·菲斯克（Susan Fiske）和谢莉·泰勒（Shelley Taylor）的观点，人类是认知“吝啬鬼”，人们总

会尽力保存自己的认知能量。考虑到我们处理信息的有限能力，我们会试图采用复杂问题简单化的策略。

在采用这一策略时，我们或者忽略掉一些信息，以减轻我们的认知负担；或者“过分利用”一些信息，以

便不再去寻找更多的信息，或者因为感到几乎已经足够好，而情愿接受一种不太完美的选择。“认知吝啬

鬼”策略可能很有效，它可以很好地利用我们有限的认知能力，去处理几乎无限多的信息。但是这些策略

也可能导致严重的错误和偏见。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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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认知及其偏差

在风险情境中，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理论。他认为，由

于个体在记忆、思维、计算能力等方面的有限性，必然导致其在知识储备空间上的有限性，因此，理性是

在约束条件下的理性。如果我们忽视了影响认知与决策的这些约束条件，就会产生巨大的误差。另一位诺

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认知心理学家卡尼曼（Kahneman）的研究表明，个体在进行认知判断时，所采用

的认知策略会极大地影响到个人的认知结果。通常参与个体认知过程的有 3 种策略：

 （1）易获得策略（availability heuristic）。表明个体对事件进行认知与判断时，主要借助记忆中易于提

取的信息。因此，个体在对某一事件的频率或概率判断时，容易被一些新近发生、生动感性的信息所干

扰。这就是一场血淋淋的交通事故会让多数人认为事故的死亡率高于肺癌死亡率的原因。

 （2）代表性策略（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指个体总是依主要特征对事件进行知觉。研究发现人

们对事物的象征性信息比基础率信息更为敏感，也就是说，人们对描述事物是否相似的信息容易重视，而

预示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基础率信息则更易被忽视。

 （3）锚定调整策略（anchoring adjustment heuristic）。在认知过程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它表明一个

无关的、先入为主的数字或其他任意性质的事物，都可能成为人们下一步认知与判断的基础。如果这个基

础出现较大偏差，认知的结果产生偏差就是必然的。①

在风险情境下，人们的信息感知机理更加复杂，认知主体主观能动性被激活，关联变量增多，且活性

变大。在外部变量给定的情况下，作为认知主体内部变量的主观因素会更加复杂，且活动机理不确定性加

大。有研究者认为，风险所造成的影响并不完全取决于风险的实际危害，一些特定的“风险因子”或“愤

怒因素”（outrage factors）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风险感知。由此产生的愤怒、焦虑、敌意、恐惧、

悲观等负面情绪会明显地改变人们的态度和行为，进而影响公共风险管理措施的实施效果。“愤怒因素”

不仅扭曲了人们对风险实际危害的感知，它本身也独立地成为风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

说，“感知即现实”。②在风险情境下，认知主体的主观因素甚至成为影响风险感知的主宰变量。乌尔里

希·贝克认为，“在阶级处境中，是存在决定意识，而在风险处境中，是意识（知识）决定存在”。③贝

克此论，揭示了风险语境下风险认知的真谛，充满辩证法智慧。

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由于疫情病理的未知性以及极度传染性，造成疫情风险的天量级传播。天

花、西班牙大流感、埃博拉、艾滋病这四种病毒的杀伤力远比新冠病毒大。天花病毒导致美洲土著人几乎

种族灭绝，玛雅和印加文明灭亡；1918 年西班牙流感在全球杀死了约 5000 万人（也有研究称近 1 亿

人）；艾滋病病毒（HIV）30 多年间已致死 3200 多万人。④从病毒的致命性看，新冠肺炎疫情远远不及

以上四种病毒，但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激烈的风险感知反应？主因是信息“过载”以及风险感知造成的交叉

 “感染”放大了人们的风险认知。对此，世界卫生组织全球传染病防范主任（Global Infectious Hazard

Preparedness）西尔维·布莱恩（Sylvie Briand）博士提出了“信息疫情”（infodemic）概念。所谓“信息

疫情”指的是过多的信息（有的正确，有的错误）反而导致人们难于发现值得信任的信息来源和可以依靠

的指导，甚至可能对人们的健康产生危害。布莱恩（Briand）指出，“信息疫情”由来已久，历史上，伴

随着每个传染病的爆发，“信息疫情”都会同时爆发。尤其在传染病爆发的初期，由于对新的疾病威胁很

Academic  Monthly 第 52 卷 09 Sep  2020

 

①Kahneman D, Tversky A. Choices, Values,and Fram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7-43.

②张洁、张涛甫：《美国风险沟通研究：学术沿革、核心命题及其关键因素》，《国际新闻界》2009 年第 9 期。

③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第 52 页。

④徐路易、杨睿、张子竹、周泰来：《天花、埃博拉、艾滋病……那些比新冠还可怕的病毒》，财新网，2020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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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信息未知，导致大量谣言和不实信息的出现。这些谣言和不实信息可能对人类健康产生危害。伴随新型

冠状病毒疾病疫情爆发的，是与病毒相关的“信息疫情”的爆发。布莱恩（Briand）认为，在 21 世纪的今

天，得益于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信息疫情”能够迅速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这是 21 世纪的社会

面临的独特挑战。①因物理媒介的过度互联，人们对疫情获取的信息量激增。鲍德里亚认为：“大众传

播……造成了某一类非常具有强制性的信息：信息消费之信息，即对世界进行剪辑、戏剧化和曲解的信息

以及把消息当成商品一样进行赋值的信息、对作为符号的内容进行颂扬的信息”，但是它提供的并非“产

自一种变化的、矛盾的、真实经历的事件、历史、文化、思想，而是产自编码规则要素及媒介技术操作的

赝象”。②其实，何止是大众传播，在网络社会，这种“信息消费之信息”“赝象”更是无处不在，在本

次疫情中，我们陷入各种翻来覆去信息的汪洋大海，有价值的信息不是没有，但与此同时“从符码到符

码”的伪事件、劣质信息也大行其道。对于多数人而言，由于没有对等的信息鉴别能力，无法证实或证伪

自己关注的信息，凭借直觉捷径捕获的信息，难辨真伪，引发心理恐慌，又进一步造成新的认知偏差。

在风险语境下，个人风险认知能力有限，即会向群体求助。在群体语境下，会发生“从众”和“群体

极化”现象。从众是指由于受到来自他人或者群体的真实的或者想象的压力，一个人的行为或意见发生了

改变。③身处群体中，个人化的特征即会受到抑制，取而代之的是群体特征乃至群体心理会同化个体特

征，出现“去个人化”趋向。群体成员通常会具有相同的情绪或感情投入，他们倾向于把持自己的群体身

份，会保持群体的一致性，可能产生高度的凝聚力。④在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排他群体中，由于人们共通的

追求占统治地位，因此该群体无视对那些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所做的实事求是的评价。⑤群体在求同冲动

之下，排异个人化的特征和冲动，归化个人采取与群体一致的特征和态度。不过，从众现象作为一种群体

心理，并不是在所有群体中是均质的，比如，小群体与大群体，群体的社会属性和文化背景不同，以及常

规语境与极端语境下，其从众反应会有差异。对来自 17 个国家采用阿希方法所做的大约 133 个实验所做的

分析中，发现与个人主义社会（例如，美国和法国）相比，从众现象在集群主义社会（例如，日本、挪威

和中国）更为盛行。⑥在群体语境下，易于产生极端态度、意见和行为，即出现“群体极化”现象。群体

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终形成极端的观点。有研究者认

为，网络空间是极端主义的温床，网络容易造成群体极化。⑦在风险语境下，风险压力之下的信息传播和

理解容易变形，尤其受到愤怒、焦虑、恐惧等情绪影响，认知主体对风险的判断容易发生变异，理性判断

易于“短路”。

媒体的风险认知

媒体是人类社会应对风险的重要机制支撑。在现代社会系统中，社会分工细化，各分工系统各司其

职，在各自的功能区间发挥作用，共同维系社会系统的运转。媒体扮演社会的信息沟通和价值共享功能，

媒体在职业化、专业化进程中形成稳定的制度机制和价值理念，这些制度机制和价值理念，成为一种共享

激励和约束规范。这些制度机制和价值理念，作为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实在，成为定义个人扮演特定角色的

正确行为的促成期望的系统。作为主观实在，它是人们通过社会交流引导人们自己的“地图”（maps），

风险认知偏差与风险语境中的媒体

 

①世界卫生组织：《病毒之外，“信息疫情”同样会危害健康》，https://www.sohu.com/a/370984798_282570.

②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31、135 页。

③E. 阿伦森：《社会性动物》（第九版），第 13 页。

④理查德·韦斯特、林恩·H. 特纳：《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刘海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64 页。

⑤E. 阿伦森：《社会性动物》（第九版），第 14 页。

⑥E. 阿伦森：《社会性动物》（第九版），第 19 页。

⑦凯斯·H. 桑斯坦：《网络共和国》，黄维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47、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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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个人是基于他们的知识而行动的，而知识又是共有的；作为客观的实在，即对于参与者来说，这些制

度看上是一个独立于心灵（mind-independent）的客观的存在,它是稳定和刚性的，不因某单个人的拒绝或信

仰而改变。在社会的风险感应中，媒体扮演风险监测和风险沟通功能。当社会遭遇风险，媒体有“先知先

觉”的义务，并将风险及时、真实地告知于公众。媒体从业者把告知的义务和能力作为职业定位的方向，

并以此作为检验媒体功能的尺度。媒体从业者在长期的社会沟通中，形成了稳定的职业规范和文化模式，

借此专业操作常规，指导从业者的预期和行为。

风险具有偶发性，媒体从业者对风险的认知充满不确定性。媒体记者按新闻操作常规和职业经验，展

开风险认识和传播工作。由于主观和客观原因，媒体对风险的认知往往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常需持续的认

知努力和专业作为，甚至出现片面认知和错误认知，以试错为阶，实现对真相的渐进逼近。

化解风险的前提是：客观、真实地认知风险事实。客观、真实地认知风险，大致有三个层次：一是本

体论客观性，“把主客观的区别解释为实在与表象的区别”；二是认识论客观性，把主客观的区别“解释

为有充分支持的信念和没有充分支持的信念之间的区别”；三是程序（决策）客观性，“指在现实生活中

的公共领域，如法律、政府和机构管理中做出的公平合理的决定”，它更多是“决策性的”，我们说“决

策过程是客观的”，就是因为“它满足一些相关的标准，减少不相关的考虑或偏见的影响”。①对于职业

性、组织化的新闻业和新闻记者而言，在日常工作中，他们需要努力实现的，是通过一系列的相对标准化

的操作（程序决策客观性），力求呈现有充分信息支撑的事实与信念（认识论客观性）。媒体通过新闻这

一职业化形态，向公众告知风险的即时、真实状态。媒体提供的风险事实，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本体性之

真，而是经验性的事实真确，因此，媒体的新闻报道会强调现场感和在场感，强调记者或目击者耳闻目睹

的亲历经验，同时通过一系列的操作常规，把真实性确定在社会共享经验和认知习惯中。

事实并不等同于真相。衡量记者可信度的一个标准是看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帮我们考察了信源，而不是

出于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引用信源。看见并不等于知道，发现真相并不仅仅意味着掌握部分事实然后就可将

其传播出去。区别事实与真相需要判断如何衡量不同事实的价值，要知道如何检验和评估证据。写作能证

明的东西，而不一定是真实的东西。就算理解了这个东西，证据有所暗示，还是要保持怀疑，要能在具有

怀疑精神的公众面前证明它是真实的。②这就要求新闻从业者用专业化的规范和职业经验，对事实进行核

实。在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提炼的新闻十大基本原则中，有两个关键原则与真实性相关：真

实性原则；用核实进行约束。做到目标真实和程序真实的有机统一，后者甚为关键，如此才能通过专业化

的约束程序，确保真实性目标达成。作为约束手段的核实将新闻与娱乐、宣传、小说、艺术区分开来。娱

乐−及其近亲“娱信（infortainment）”−专注于如何尽力使人快乐轻松。宣传通过选择或制造事

实，实现其真正目标：说服和操纵；小说通过虚构情节，表达作者对于所谓真实的个人化的印象。唯独新

闻关注的是对发生的事情做出正确的描述。新闻工作者常都会根据自己的一套通常是相当个人化的方法检

验和提供信息−他或她个人用于自我约束的核实行为。比如，寻找多个目击证人，尽可能多地暴露信源

身份、询问多方意见等都是通过核实进行自我约束的工具。这些方法可能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特殊性。

还有的方法可能相对制度化，比如《纽约客》设立了事实核实部门。③事实核实作为新闻专业主义规范的

 “硬核”要求，是守护新闻客观性原则的刚性约束。

媒体从业者在从事新闻工作时，对事实真相的正确认知往往来自内部与外部的条件约束。来自内部的

约束包括从业者自身的经验和专业能力以及价值取向等因素；外部压力包括：截稿日期、把关人以及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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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等。这些给新闻从业者的新闻认知包括风险认知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寻找确定性信

号，要知道什么是确切消息，最要紧的是知道什么信息不确定。即便对有明确信源的消息，也不能照单全

收，信以为真。有的信源出来的信息是带有动机的，带有选择性的，甚至是谎言。新闻从业者的任务就要

通过专业化努力，核实其真实性。不论是否匿名，信源的动机经常是隐藏的，至少不是显而易见的。因

此，有必要质疑信源为什么会提供信息，其用意何在。假如多重信源均用同样的语言描述一个议题或新闻

事件，那我们就得谨防被人操纵的可能性。如出一辙的语言并不意味着证实。①对于那些由政府组织、企

业或其他社会机构提供的“肯定式新闻”，即带有推介和宣传意图的新闻素材，须持有警觉。一般来说，

 “肯定式新闻”带有一定政治目的，其首要目的不是确认新闻内容，它是肯定受众先入之见的新闻产品。

传递给受众的内容往往更接近于宣传、说服和操纵。②这就要求新闻从业者在接受这些机构组织信源时，

有警觉，有鉴别，不能来者不拒，要注重核实。

随着媒体对社会的深度介入，它在风险应对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一方面，媒体技术发展、制

度创新有利于社会风险的认知与化解；另一方面，媒体的不当表现无助于社会风险的解决，甚至加剧原有

风险，或带来新的风险。③由于技术或媒体惯性所引起的偏差，媒体会存在夸大或者缩小风险的偏向。在

媒体生产机制的作用之下，媒体总是高估一些耸人听闻的风险，比如说空难或感染克雅氏病，同时也会低

估一些看似寻常的风险，例如车祸或夜间从胡同里抄近路。④媒体总是按照自己的逻辑选择报道对象，当

它把聚光灯打到某些目标上的，会把公众分散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焦点上，因此风险的效果就被空前加大

了。媒体报道的事件不一定直接影响我们，但却会左右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媒体的报道方式影响我们对幸

福和安全的感觉。当我们评估自己发生疾病、意外、天灾的概率时，媒体尤其扮演重要的角色。⑤Vincent

Covello 和 Peter M.Sandman 认为，记者在报道风险的时候具有高度的选择性，特别倾向于报道使人卷入非

常态的、戏剧性的、引发争论的、负面的和耸人听闻等情境的新闻。很多媒介关于风险的报道存在明显的

 （实质上的、重大的）省略，或提供了过于简化、曲解的、不准确的信息。同时，记者们常常不具备科学

的和技术的背景和专业，致使难以评估有关风险争论的不同意见和复杂信息。其结果是，他们的报道可能

包含着对事实的无意为之的扭曲，或者有意的误导，甚至是低级错误。⑥媒体的商业压力也可能影响媒体

在风险传播中的议题选择。M.Breakwell 等人的研究认为，媒体的商业压力促进了对恐慌题材的报道，他们

企图提供“曝料”，从而忽视了报道“真实的科学”；调查的缺失导致对易得的和预先简化的新闻的追

求；不同的媒体目标会有不同的报道优先秩序；压力群体控制着媒体；利用争议和不确定性，吸引观众的

注意。所有这些因素都在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⑦

本来，媒体作为社会系统的风险感知机制，凭借其专业化的努力和表现，扮演社会系统风险感应和认

知的“先知先觉”者，但由于主观或客观原因，媒体并不能践行其承诺或应然的角色，在诸多场景中，因

媒体对于风险的放大感知或误判，向社会系统释放错误的信号，造成社会系统的风险认知和风险处理偏

差，甚至导致社会风险处理的失误，即媒体会带来次生风险，进而为社会的风险应对帮倒忙。

当然，不同媒体的表现往往会存在差异，即便在相同风险语境之下，不同类型的媒体其风险感知的角

色和能力也会存在差别。就以在这次新冠疫情来说，身处共存的疫情环境，不同类型媒体的所作的风险反

风险认知偏差与风险语境中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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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风险认知能力是不同的。相对而言，比如，《柳叶刀》之类的专业媒体，从科学专业主义角度出发，

对新冠疫情的认知和判断，以极度小众的专业话语展开疫情病理研究，其结论非公众所能准确理解。在峻

急的疫情情势之下，《柳叶刀》由小众的专业圈进入公众视野，使得科学认知公众化。这有助于风险认知

在更大的范围内拓展。但是，大众媒介对于风险的感知，就不及科学媒介那么严谨、精准。但，大众媒介

只要能坚持新闻专业化立场，恪守报道的客观性，也是能接近风险本真的。在这次新冠疫情中，财经类媒

体和市场化精英媒体对疫情风险的感知还是及时的，能不同程度地呈现部分真相的。虽然它们对风险的专

业判断不及科学媒介，但它们基于真实性的新闻报道，尤其在社会性的新闻实践和风险把握上，颇有建

树，有效缓释了公众对疫情信息的焦灼和饥渴。而自媒体在风险感知中的表现就良莠不齐，有专业判断能

力的自媒体毕竟有限，大多数自媒体既缺乏媒体专业主义意识和能力，也缺乏专业化的风险认知和判断

力，这些自媒体在专业洼地上泛滥成灾，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因此，对于媒体的风险感知和认知能力，

不能一刀切，一概而论。关键要看一个媒体能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反映风险真相。

基于复杂性理论的认知反思

新闻是对世界的即时认知，但新闻媒体对世界的认识，与人类的其他认知不同，尤其与人类的科学认

知不同：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新闻媒体所认知的世界更多是从变化、事实、现象、经验的层面观照的。

准确地说，它与“异常”相关：关乎异象的发生、规则的僭越或律例的破坏；关乎对社会制度的威胁，譬

如革命。①因此，新闻媒体对风险比较敏感。风险与“异常”密切关联，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闻媒体对

风险的感知会特别敏感，它时常会夸大风险隐患或实际影响。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至于复杂性成为

世界的本质性存在之时，新闻媒体对于世界的认知就会出现诸多困扰和偏差。这困扰一方面源于世界的复

杂性，另一方面源自人的认知极限。作为媒体人，不可能成为超人，媒体人的洞见和盲点，都会影响他们

对风险的正确认知。复杂性不仅给新闻媒体带来无解的困扰，也给整个人类认知能力带来空前的挑战。

复杂性理论的代表人物、科学哲学家雷舍尔认为，复杂性是实在（reality）的一种深刻的特性。我们生

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复杂性系统。②身处复杂性系统中，人类的智力和经验逼近极限。任何存在

于这个世界中的事物都呈现着某种无限的描述深度。我们关于实在的知识是不完全的。实在具有某种内在

复杂性，这种内在复杂性是人力所不能穷尽的，而事实的范围不可避免地超越能清晰表达的真理的范围。

我们决不可能站在一个立场上公正地、清晰明白地说出一个真实事件的所有事实。刻画事物之事实的领域

不可避免地超越我们表达它之能力的极限。③对于实在的复杂性而言，不存在理论原则上的极限，更不用

说认知实践上的极限了。自然是无限复杂的，世界的各种具体有形细节的性质和特征没有极限。我们知识

的极限或许是我们的世界的极限，但不是这个世界的极限。④世界无涯，但人有涯，人的认知能力是有极

限的。以有限应对无限，是现代人无法回避的宿命。

复杂性是现代性的伴生物。人类在整个科学、技术、社会与文化环境中都遭遇到复杂性问题。近代以

来，科学进步、技术发展、知识创新、理性进化所彰显的人类智性和意志，在几何级扩张的复杂性面前日

益捉襟见肘，人类认知世界的自信不再坚定，基于科学主义传统的求解真理的方法论，也不再坚硬。雷舍

尔认为，问题域的增长率超过我们得到解决办法的能力。因技术进步，问题与解都变得更复杂，而问题的

症结在于，问题的复杂性有相对更大的增长速率。复杂性管理要想跟上时代步伐，就必须也以指数形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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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我们处理更大复杂性的能力最终将会变得饱和起来。①科学进步是一种通过技术媒介与永无终结的复

杂性进行斗争的过程。科学只是在极其复杂性中提供了实在的不完全图景。在一个复杂世界中作出理性决

策也日渐困难，日渐危险。技术性的依赖性设置了技术极限，首先是对数据的依赖，然后是对理论实际的

依赖。技术能力每一个连续层次都有它的限制，经由对这些极限的克服，也打开了另一个技艺之更精致混

杂技术状态的操作层次。科学理论化探索或建构最不复杂的、最简单的、最直接解决问题的理论构造，并

使之与当前可利用之数据能充分相容。以最小发展获得最有效的答案。②有研究者指出，实证主义者想通

过严格应用经验方法来达到其梦想的境界，但实证主义者构造一个基于逻辑和经验主义的联合的统一化科

学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这是因为即使有可能给出一种对单个科学理论或理论群的彻底的逻辑重建，这种

重建作为对实践中的科学的描述也将使人误入歧途。由逻辑实证主义者作出的对科学的“静态”理性重建

之产物都是人工的结构。要超越自己的社会条件而达到某种完全客观的认知状态是不可能的。③这种悲观

主义的观点揭示了在空前的复杂性面前人类所表现出的认知困境。

理性行动遭遇复杂性世界的严重考验。在这样的世界里，有限存在可利用的信息一定是不完全的，而

在不完善信息的状态下，恰恰是理性可能会引领理性的智能主体陷入困境。即便如此，人类还是要竭尽全

力，应对和管控复杂性。我们只能寻求最简单的、最经济的理论框架。在真实的实践中，我们最多只能选

择在具体境况下似乎是最好的选项。要求我们比某些境况下的最好做得更好，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理性

的。许多境况下似乎是最好的选项，在实际上可能并不是最好的。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人类用意志和智

力，努力管控自己制造出来的复杂性难题。

媒体被推在复杂性的前面，虽然媒体所感知的复杂性不是本体性的，而是现象性的，但由于媒介技术

的快速迭代，世界的媒介化特征愈加显豁，并成为构建世界的基础性力量。如果说，此前在传统媒体主导

的信息生成和传播的社会系统中，媒体与世界之间的互动有迹可循，媒体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结构性关系相

对明确、稳定；那么，随着网络媒介的社会化扩散，媒体系统复杂性问题愈加突出，并成为世界复杂性的

典型表征。为此，媒体就面临着双重复杂性困境。本来，媒体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传播、沟通、整合机

制，是人类社会进行复杂性管控的有效机制，以媒体的专业化努力，给复杂世界带来明确的描述和把握，

但由于媒体自身在技术、资本和权力的多重驱动之下，媒体自身的复杂性失速扩张，沦入失控的边缘，以

至于媒体系统陷入了自身复杂性困境。若遭遇风险，媒体复杂性之困将变得更加突出。在风险语境下，媒

体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的风险感知更加复杂，复杂性呈现对数级扩张，而人类的风险管理能力并没有匹配性

的增长。在这种困境中，媒体似乎没有退路，也没有明朗的出路。

曼纽尔·卡斯特说，“网络社会时代的时间是永恒的，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甚至短期的过去也不存

在”，“永恒时间是一种短暂的‘现在’，它没有序列或周期，是那些有权者的时间，他们把自己的时间

扩充到极限”。⑤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网络社会与风险情景并存的时代，社会实在与自然实在的复杂

性以及二者的紧密交织，使得人类社会的生存处境更加复杂，而伴随网络社会的信息过载、信息风险更进

一步加剧了人类生存的风险性和复杂性。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自身的结构化生存依然面临不确定性，而

其本应发挥的功能也在这个“朝生暮死”的信息环境中严重削弱，自媒体、个殊化信息的增殖并非一无是

处，但是于克服风险情景、增强人类的风险认知，尚未看到曙光。面对这个纷繁复杂且飘忽不定的风险时

风险认知偏差与风险语境中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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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我们何去何从，我们又该如何应对，也许是每个人不得不认真思考的时代命题。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019AZD046）的阶段

性成果，获部校共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就媒体实验中心项目经费支持。〕

 （责任编辑：周 奇）

Risk Cognitive Bias and the Media in Risk Context
ZHANG Taofu,  JIANG Hua

Abstract:   Risk  perception  depends  on  both  physical  and  mental  aspects,  with  the  latter  often  having  a

greater  impact.  The  cognition of  risk  is  objective  and real  or  not  which subject  to  the  cognitive  condition

and  cognitive  ability  of  the  cognitive  subject.  In  the  context  of  overload  information  and  risk,  the

information  perception  mechanism  of  human  beings  becomes  more  complex,  uncertainty  increases,

cognition of risk becomes more difficult, and cognitive bias is likely to occur. Complexity is the companion

of modernity. In the face of the geometric expansion of complexity, human’s intelligence and rationality is

limited.  As  the  dissemination,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the  social  system,  media  is

effective for the risk control and complexity management of human society. With its professional efforts, it

brings  clear  description  and  certainty  to  the  complex  world.  However,  in  the  network  society  and  risk

context, the media system is faced with double complexity,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cope with the task of

risk perception and complexity management.

Key words:  risk, risk cognitive, complex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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